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
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汪 利 平

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杭州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 , 到清中期的定居者 , 到清末的革命排斥对

象的身份转变过程。驻防旗人的地方化使其对杭州逐渐产生归属感。清末反满浪潮并非直接来源

于持续的满—汉矛盾 , 而是由于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高涨。当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

廷的关系中 , 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了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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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关系向来是清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相关的论著 。① 这

些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清廷的政策和制度建设 , 特别是八旗驻防营制度等

方面的了解 ,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解清代民族关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是大多数研究仅仅将八旗作为一个全国性制度来分析 , 而很少深入探讨有清二百六十多年

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与所驻地方形成的独特关系。这种 “求同” 的倾向反映在学者偏重出

自朝廷的官书档案而较少利用地方史资料 。然而 , 不经过对地方史料中有关满汉关系证据的充

分发掘 , 我们就很难真正说清楚诸如驻防营是否真的将旗人与当地社会隔离 、 或清末排满风潮

是否直接来源于满—汉之间长期的矛盾等等重要问题 。

有鉴于此 ,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出自庙堂的言论和政策转移到地方上实际发

生在旗人与汉人之间的交往上来。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探讨旗人因世代驻扎于一地而逐渐对所住

地方产生出的认同感 。本文选择详细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不同时期与当地汉人的关系以及

他们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 , 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思考如何从地方的角度来考察和叙述民族关

系和身份认同 (identity)问题 。对于身份认同 , 本文的出发点是它既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朝廷

或国家加诸于某个群体或个人的标签 , 也不是一种由某个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在孤立状态中产

生的对自身的看法。任何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形成和表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和对比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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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它非但不会被某种制度或政策锁定不变 , 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旗人这一 “身份”

的定义因此在本文中被看作并非仅仅由八旗和驻防制度铸成 , 而是产生于它在不同时期与民人

和汉人相对应的关系之中 。通过考察旗人从进驻杭州到其最终被逐的整个历史过程 , 笔者希望

能够勾勒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

一 、 征服者

旗人最初在杭州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征服者。他们于 1645年到达杭州并从出降的明朝官员手

中接收了这个城市。1648年 , 清廷决定在杭州设立旗营 , 因其为 “江海重地 , 不可无重兵驻防 ,

以资弹压” 。① 自那时起杭州旗营就是清帝国中规模较大的驻防之一 , 其驻防将军手下一直有

3000多将士 。在清代最初几十年中 , 杭州旗营的兵力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过重要作用 。

他们在打击明遗民的抗清活动 , 镇压三藩叛乱 , 以及收复台湾等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② 不

过他们在为巩固清王朝作贡献的同时也对杭州百姓大为滋扰。驻防营的设立造成了杭州城市空

间结构的重大改变。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 , 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

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 《康熙仁和县志》 载:“此方之民 , 扶老

携幼 , 担囊负簦 , 或播迁郭外 , 或转徙他乡 , 而所圈之屋 , 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 ③

清初驻防旗人是作为清王朝的代表镇守杭州的 , 他们与杭州百姓的关系不但体现了异族统

治者的特权 , 而且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占领军对被征服人民的骚扰十分相类。他们闯入民宅

中抢夺财物 , 毁人祖坟 , 向地方官索要妇女 , 侮辱士人。旗人的行为更使商旅裹足不前 , 从而

威胁到杭州赖以生存的商业贸易。为了缓解各地旗营与百姓的紧张关系 , 清廷在 1650年下令修

建驻防城以隔离兵民 。当时虽曾考虑将旗营改设于人口较为稀少的城北 , 但是身为八旗汉军的

浙江巡抚萧启元最终还是决定将驻防城建在旗人已经圈占的城西地区 。虽然驻防城墙的建筑于

同年完工 , 可这并不意味着旗营停止了圈占墙外的土地。1658年 , 驻防城向外扩展了一次 , 据

说是为安置新到的 500名士卒 。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杭州百姓一直担心旗营会继续扩展 。例如

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 , 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 。为

了保住他们的房产 , 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 。时

任巡抚的朱昌祚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④当然百姓因旗人的房屋需求而失去家宅的

情况并非杭州一处 , 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最终 , 康熙帝在 1669年下令永远禁止旗人占用民人

房屋 。这道御旨使得杭州驻防城被固定在 7000余亩的面积 , 约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 13%。

在杭州当地话语中 , 驻防城这个军事设施被称作 “旗下营” , 或简称 “旗下” 。尽管驻防内

的旗人既有满人也有蒙古人 , 甚至还有大量汉军 , ⑤ 官方文书和方志仍经常以 “满营” 或 “满

城” 来突出其与满人的联系 。而 “营” 与 “城” 字互相通用则与驻防事实上是一个有城墙 、城

门和衙门的城中之城有相当关系 。驻防城墙是砖石结构 , 周长 4.9公里 , 高 6.33 米 , 宽 3.33

米。城墙顶部的宽度可容两匹马通过 , 并可安放火炮。驻防的五个城门分别从东 、 东北和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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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向杭州城。驻防内共有 137个属于各个不同级别官员的衙门 , 大多是在镇压三藩叛乱时由浙

江地方官捐资建造。其中驻防将军的衙门占地 27.3亩 , 共 164 间。①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驻防

城是一块旗人的禁地 , 杭州百姓因惧怕被旗人骚扰而不敢涉足其中 。

尽管旗营是一个征服者的独占性空间 , 居住其中的旗人却没有与杭州社会隔绝 。② 实际上 ,

正是旗人在驻防之外对杭州官民行动的控制体现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占领 。与其他设有驻防的

外省城市一样 , 旗营官员一直对杭州城内的文官进行监控。不仅驻防将军和都统有权以密折向

皇帝奏报地方事务 , 就连驻防将军听取地方情况汇报的方式也显示着其凌驾于省内文职官员之

上的威权:每月初一和十五 , 巡抚须率领其下属到旗营去拜见将军 。③ 除了监控地方官以外 , 驻

防将军还掌握着杭州各城门的钥匙 。每个城门由驻防中不同旗属的士卒把守。④ 而把守城门的职

责为旗人提供了许多限制百姓行动和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随意抢夺百姓担子上的东西 , 并向

背包袱和乘轿子的行人索取过路费。卫兵总是在城门口阻挡送葬和迎亲的队伍 , 使人不得不贿

赂他们以求通行 。城门因此成为百姓日常向征服者低头的地点 。在城墙外 , 旗人的为所欲为更

危及了天下闻名的西湖风景区 。当时驻防拥有上万匹马 , 与之仅一墙之隔的西湖被旗人当成了

一个方便的放马处。湖上极负盛名的桃柳等树木也被他们樵采殆尽 。无怪乎当时的游客和本地

文人都在诗文中对西湖风景的凋敝和水源的污染极表悲哀 。⑤

除了对百姓行动方面的限制和对环境的破坏之外 , 旗人还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经济上压榨平

民。事实上康熙皇帝对杭州驻防旗人恐吓当地百姓并造成商旅裹足的情况颇有所闻 , 并曾数次

为此申斥和惩处杭州驻防官员 。⑥ 而在旗人敲诈平民的各类手段之中 , 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营

债。“营债” 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 。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

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他们通过被称作 “营线” 的本地掮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

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 , 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

儿 , 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 。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

年 , 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 。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

线以平息众怒时 , 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 。这个事件最终被上报朝廷 , 康

熙帝为杭州驻防将军不能管束部下而对其大加训斥。⑦

康熙帝显然希望能解决杭州旗营与当地百姓的矛盾。他在 1684 年派精明强干的赵士麟

(1664年进士)为浙江巡抚 , 并在赵氏陛辞时嘱咐他要采取切实行动。赵士麟到达杭州以后发现

当地百姓所欠营债本利相加已达 30万两之巨 , 因此他把清偿营债作为重建杭州社会秩序的首要

任务 。经过与驻防官员的多次商谈 , 赵氏得以将营债数额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他进而向地

方官员筹集捐款将其偿还 , 并且明令永远禁止再放营债。⑧ 此外 , 为重振杭州的商业 , 赵氏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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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驻防士兵在城门口骚扰平民 。出于感念赵氏为缓解兵民冲突而作的努力 , 杭州百姓特地在西

湖上为他建造了生祠 , 并将其誉为 “稽兵安民” 的模范官员。① 杭州人对赵士麟的爱戴 , 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清初旗人在当地的骄横以及多数地方官员对之束手无策的现实 。

营债是见诸地方文献的最后一次旗人与杭州平民百姓之间的严重矛盾 。赵士麟以劝说加警

告的方法使旗营官兵接受大为削减的债额 , 显示了康熙朝地方官员对驻防态度的一些变化 。而

这与清帝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到那时 , 清廷不仅已经成功地镇压了三藩叛

乱 , 而且已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 , 沿海地区进入了和平时期 。在这种局势下 , 虽然分省驻防仍

负有震慑地方的使命 , 朝廷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则由依赖赤裸裸的武力转而利用更为和缓的政治

手段 。康熙帝在 1684年首次南巡 , 通过对士大夫文化的赞赏在汉人精英中树立自己的圣王形

象。旗营与杭州百姓的关系因而在 17世纪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 定　　居

清代江南的和平时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 其结果是杭州等地的驻防旗人无需再转战疆

场 , 而是逐渐习惯于定居城市的生活。旗人流动性减弱的表征之一是旗营马匹数额的持续减少 。

在清代最初 30年间 , 杭州驻防每一位骑兵至少配有 3匹马 ,② 故而在 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

一万以上。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 300多 。与此同时 , 旗营将朝廷当初拨给旗

营养马用的沙田出租给农户 , 用所得田租来维持旗营日渐增加的闲散人口 。③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段 , 驻防受杭州城的影响日益深厚 , 而其与京师的联系则在逐步

削弱 。定居江南所造成的不但是驻防人口的城市化 , 而且也是他们的地方化。这一过程最终使

来自满洲的旗人变成了杭州旗人。乾隆帝在南巡到杭州时就曾注意到旗人的这种地方化倾向 。

他在一首诗中说 “已此百年久驻防 , 侵寻风气渐如杭” , 并感慨地评论到外省旗人的满语已十分

生疏 , 而他们所讲的汉语则完全是当地口音 。④ 在最近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中 , 乾隆帝常常被描

写成一位刻意保存或建构以语言和历史为中心的满族身份认同的皇帝。⑤ 他对汉人的不信任和对

满族被汉文化同化的焦虑被描述成甚至到了让他不惜残害无辜的地步。⑥ 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乾隆

帝所面对的是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乾隆帝不断训诫旗人要保持 “满洲之道”

的同时 , 他也必须应付由于人口增加而变得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 。尽管他有许多注重满洲

身份的言辞 , 他的决策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分省驻防旗人的进一步地方化 。乾隆朝有关八旗的

新政策之一是允许旗人在所住外省地方置办产业 , 并将死去的家庭成员就地埋葬。这是旗人逐

渐演变得与汉人一样将祖坟所在地认作故乡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康熙时代 , 朝廷曾规定旗人不

得在驻防之处置墓地 。旗丁死后其遗骸必须运回京师。若死者没有儿子在驻防当差 , 其遗孀必

须伴随遗骸回京 。雍正帝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在 1732年的一份上谕中解释说:“弁兵驻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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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差之所 , 京师乃其乡土也。”① 他认为如果让旗人死者就地安葬并让其家属留在原处 , 长

此以往他们将变为 “汉人” 。雍正帝的态度表明朝廷是不愿看到旗人地方化的:“是国家驻防之

设竟为伊等入籍之由 , 有是理乎?”② 然而 , 到 18世纪中期 , 运送驻防旗人遗骸及家属回京已经

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 。出于减轻负担的考虑 , 乾隆帝在 1756 年发布的一道谕旨中终于允许

驻防旗人在当地购置墓地 , 并同意让他们的遗属留在原驻防。③

朝廷拖延了很久才同意旗人在驻防当地注册参加科举考试 , 以免他们耗费金钱进京赶考 。

虽然乾隆时期就有大量证据表明旗人的军事技术已不足恃 , 朝廷仍坚持将他们视为战士而不愿

让其通过科举谋求出路。在乾隆帝之后 , 嘉庆帝于 1800年同意驻防旗人于所在府参加考试 , 并

在府学注册。1816年的一道谕旨进而允许旗人在所居省份参加乡试 。当时的杭州将军范健中立

刻对此作出反应 。他在旗营内建立梅青书院 , 并延请一位有名的当地学者为师 。④ 与科举功名获

得者人数居全国第二位的浙江省同步 , 杭州驻防士子也成为各驻防中科举成功率最高的之一 。

毫不奇怪 , 到 18世纪末19世纪初 , 杭防旗人与杭州的关系和清初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他们

不再是入侵的征服者 ,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地方化了 。驻防将军常常把与当地文官的合作当作为

日益增加的闲散旗丁寻求就业机会的途径。例如 , 旗丁曾数次被选派去监督浙江海塘的修建 。

另有一次 , 一位将军派旗丁去杭州郊区协助捕捉危害庄稼的蝗虫。也许部分是出于削减开支的

考虑 , 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 , 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

脉 , 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⑤

驻防当局对当地习俗的接受使得旗人与平民在城门口的交往也得到改善。例如在夜晚关闭

城门时 , 城北武林门的关门时间较晚。这是因为武林门外是大运河的南端终点 , 当地有一个著

名的夜市 。由于这个夜市是杭城周围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 推迟武林门的闭门时间自然有利于百

姓在此从事买卖和游玩。不仅如此 , 城门夜闭之禁还在一个特殊的夜晚有所松动 , 以方便城内

百姓的宗教活动 。杭州人多相信在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日时须去位于西湖西山的上天竺寺进

香 , 而且香烧得越早越多得福 。为了能够在观音生日的清晨就去庙里烧香 , 杭人在此前的六月

十八日夜间几乎是倾城出动到西湖上去等待。这个夜晚因此成为清代杭州最重要的民间宗教节

日。而杭人之所以能够夜晚出城去游湖 , 是因为驻防旗营当局在此夜将通往西湖的钱塘门和涌

金门通宵大开。⑥ 从现存关于旗营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旗人在宗教信仰上日益入乡随俗 , 很

受本地神灵崇拜的影响。信仰和习俗的趋同使旗营事实上不再是清初那样一个杭城百姓不敢涉

足的地方 。在 19世纪中期一位本地文人的描述中 , 驻防将军衙门前竟被列为新年观看花灯最为

热闹之处 。城中的龙灯舞队总是先到那里表演 , 因为他们知道会得到优厚的赏钱。⑦ 而已将自己

的先辈葬于西湖附近诸山的旗人家庭也加入了本地百姓清明踏青扫墓的行列。在此必须指出的

是 , 不能把旗人的入乡随俗看作他们已经被同化而成为汉人 。其实 ,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旗 —汉

区别并没有消失 。例如杭州百姓常常把清明踏青当作满足其对旗人妇女好奇心的机会 。据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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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地文人的记载 , 到城墙上观看 “鞑儿奶奶” 是杭州人清明时的活动之一。① 这当然是因为旗

人妇女的特殊服装 、 发式 , 还有天足。

在讨论驻防旗人的地方化倾向时 , 有必要指出杭州这个清代东南大都会为他们提供的环境 。

杭州除了在清代之前曾多次经历过国内移民潮 , 还有着很长的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的历

史。十分著名的是元代杭州相当规模的波斯商人群体。这些波斯人建造的清真寺至今仍存在 。

元代杭州著名诗人贯云石的祖先就出生于中亚地区。在晚明 , 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发现杭州是

个宽容他们的城市 , 并在此赢得了数百信众 。直到清初 , 杭州的著名诗人和医家之中仍有祖籍

中亚的穆斯林。不难理解 , 在这样一个真正 “五方杂处” 的都市中 , 旗人会在相当程度上被逐

渐接受。饱读诗书的旗营文人常常与当地汉人诗歌唱和 , 有汉人朋友为他们的作品题跋作序 。

许多旗人文士有登览山水和琴棋书画之好 , 他们对诗文的审美趣味逐渐与本地汉人接近。到 19

世纪初 , 一些旗人甚至把驻防营看作一个文化空间 , 并通过它把自己与杭州城的历史联系起来 。

1855年 , 一位获得了生员资格的满人庭玉完成了第一部关于旗营部分城区的著作 , 取名为 《城

西古迹考》 。庭玉据说雅好文艺并极爱西湖山水 。虽然这部书后来失传 , 从现存庭玉的自序中我

们仍可看出 , 他为写作此书曾用 50年来收集有关旗营中古迹的资料 。更重要的是 , 写作关于自

己所居社区的历史 , 是 18世纪中期杭州著名文人厉鹗的 《东城杂记》 开创的一种与官修地方志

不同的写史风格 。清代官方关于杭州山水和人文景观的话语完全是以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南巡为

中心的 , 而厉鹗式的地方史写作表现了清代杭州文人试图开拓一个在官方话语之外的文化空

间。② 到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 至少出现了六七部模仿厉鹗体裁所写的关于本城某个社区的著

作。在这种情况下 , 庭玉将他所居住的旗营称为与厉鹗的 “东城” 相对应的 “城西” , 显然就是

对这种非官方话语的参与 , 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与朝廷对驻防旗人与地方关系的安排非常不一致

的东西。从朝廷的立场来说 , 建立驻防营是为了将旗人与平民隔离 , 并为国家执行监控和震慑

地方社会的功能 。而庭玉这样将旗营当作 “城西” , 分明是把旗营看作了整个杭州的一部分 。毫

不奇怪 , 庭玉的书受到了本地汉族文人群体的注意。一位曾写作杭州另一社区历史的文人 , 不

但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对庭玉大为称赞 , 还提到曾以书中所画地图游览了旗营 。③

三 、 旗人与汉人联手抵抗太平军

庭玉的著作所代表的旗人对杭州产生的归属感很快就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就在他将要完

成此书时 , 江南因太平军的到来一变而为战场 。由于太平军决意要消灭清妖 , 他们成为江南驻

防旗人群体及其所处城市的致命威胁。而 19世纪中期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喋血厮杀 , 更向我们

揭示了民族身份认同 (ethnic identity)和地方身份认同 (local identity)之间的复杂性。对于分

省驻防旗人来说 , 认同一个具体城市常常变得与对朝廷的认同同样重要。与此同时 , 在江南许

多士绅和百姓眼里 , 相比与他们世代共处的旗人来说 , 太平军则显得在文化和习俗上极为陌生 。

阅读江南文人关于自己和太平军遭遇经过的记录时 , 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许多对太平军所作的

“人类学” 式的描述 。无论是这些造反者庆贺年节的礼仪 , 还是他们的饮食和服装习惯都让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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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到怪异。杭州居民认为太平军互相问候时蹲下身来的做法显得十分滑稽 。同样的 , 对他们

来说 , “长毛” 们脚蹬花鞋 、 身穿长袍不系腰带 、蹲在地上吃饭都是可笑的习惯 。在江南这个十

分注重血缘家庭的地区 , 来自远方的造反者们把抢来的男孩认为义子的做法更是既不可理解又

十分恐怖 。相比之下 , 那些已经在杭州居住了近二百年的旗人则在本地人眼中早已没有任何异

国情调 , 而常常被认为是与他们共命运的邻居。

1860年和 1861年杭州两次受到了太平军的攻击 , 旗人也两次行动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 。

1860年三月 , 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带领少数部队对杭州进行了突然袭击 , 计划以此 “围魏救赵”

之计来解除当时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 。此时杭州城内仅有 2800名募自外地的士兵担任守

卫。这支弱小而又缺乏战斗经验的军队远非身经百战的李秀成部的对手 。仅用 8 天时间 , 太平

军就攻破了杭州城 , 只剩下旗营仍在抵抗 。出于对太平军屠杀旗人的恐惧 , 杭州驻防进行了决

死的战斗 , 甚至妇孺都到营墙上参战。有证据表明 , 本地百姓曾帮助旗人抵抗被视为入侵者的

太平军。当太平军挖掘地道以图炸开旗营城墙时 , 一位锡箔匠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太平军营去向

驻防将军瑞昌报信。① 旗营的抵抗持续了 3天 , 直到清方援军赶到 , 李秀成主动撤出杭州为止 。

次年 , 李秀成再次攻打杭州 , 并且决意将这个城市作为其所控制的浙北地区的中心 。这一

次清方在杭州驻有大批士卒 , 并做了相当准备 , 故而在开始尚可抵制李秀成的攻击 。然而 , 李

秀成得以切断杭州的粮食供应 , 将城市围困起来慢慢消耗其防御力量。在被围数月 、 城中居民

半数饿死之后 , 杭州最终在 1861年十二月落入太平军手中。旗人再一次退入驻防城中闭门拒

守。李秀成并不想屠杀旗人 , 他送信给将军瑞昌劝其投降 , 并保证护送营中男女去北方 。然而 ,

对杭州旗人来说 , 在城市陷落之后偷生是不可接受的。当太平军强行攻破旗营时 , 瑞昌投水自

杀 , 许多下级官员战死。八千多旗营居民举火自焚 , 一把大火将旗营全部烧毁 。②

太平天国战争曾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满汉关系的转折点 , 认为自此汉人的反满情绪就日渐高

涨。但是杭州的情况显然不支持这种说法。1860年和 1861年的灾难性经历实际上有助于旗人为

城中百姓所接受 。不但本地文人在战后常常哀叹旗营的消亡是整个城市悲剧的顶点 , 更有意思

的是 , 在文人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记忆中 , 旗营被表述为杭州的 “内城” 或 “子城” 。③ 在这样的

表述中旗营仍有其特殊性 , 但它与杭州的关系明显不是隔离的 , 而是从属的。

杭州旗营在太平天国战后的恢复期被重建 。鉴于劫后余生的仅有 46位旗人 , 对这个 “内

城” 的重建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同治中兴时期恢复战前秩序的愿望 , 而非出于当地旗人实际的需

要。从空间上来看 , 旗营的重建恢复了杭州在战前的城市空间格局 。不过重建的旗营与杭州同

样受到战乱之后财政窘迫的限制 , 已不再拥有昔日雄壮的外观 。新的旗营只有土墙 , 并且其高

度和宽度都比从前大打了折扣 , 宽仅 2米 , 高仅3米 。清廷从乍浦 、福州 、 德州 、荆州 、青州和

成都抽调了旗人来充实新建的旗营 。至 1869年 , 有 5330名旗丁登录在案 。④ 与清初旗人来杭时

祸害百姓形成鲜明对比 , 这次调派来杭的旗人没有在当地造成什么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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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旗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著作中表现出更为明确的地方身份认同。1870年代 , 一位当地

文人用赞赏的口吻提到出身杭州驻防的蒙古旗籍官员瑞常在其诗集上的落款为 “生长西湖芝生

氏” , 并观察到作者在诗集中多处表达了他对故乡杭州的思念 。① 同样的 , 另一位旗人金梁也在

其著作中流露出对杭州的故乡情结。金梁出身于原驻乍浦水师的满洲瓜尔佳氏家族 , 成长于太

平天国战后的杭州旗营。② 美国学者 Pamela Ky le Cro ssley 曾注意到金梁对神异故事情有独钟 。

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 , 金梁的神异故事并非随意编造 , 而是通过它们把自己的家族与

杭州地方历史上最为著名的 “文化英雄” 联系起来 。金梁的父亲侥幸逃过太平军对乍浦水师的

毁灭性攻击 , 并最后在杭州致仕。他被金梁认作是 18世纪出生于杭州的诗人和画家 、 扬州八怪

之一金农的转生 。金梁进而认为他自己是明代出身杭州的忠臣于谦再世。③ 这些深深根植于杭州

地方历史记忆的故事表明它们的作者已经把杭州认作了自己家族的文化家园。金梁还提到他的

家族和旗营中其他许多家庭都已数代与汉人通婚 。

除了表达对杭州的归属感 , 旗营文人也和杭州劫后幸存的汉族文人同样在 19 世纪晚期深刻

的变局之中孜孜于保存地方的历史。1889 年 , 一位蒙古佐领的儿子三多写作了一百首关于旗营

的诗 , 并将其命名为 《柳营谣》。三多明白表示他创作这部诗史是因为 “自经兵燮 , 陵谷变迁 ,

老成凋谢 , 欲求故实 , 更无堪问” 。④ 就像是在回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庭玉的著作 , 三多也选择

了将旗营看作一个文化空间 , 是杭州城的一部分。通过把旗营称作 “柳营” , 三多将其浪漫化为

一个充满古迹和旗人雅兴的地方。当时担任诂经书院山长的著名考据学者俞樾对他的创作给予

了支持。他在为三多诗集所作的序中指出旗营对杭州的大都会文化形象有着重要贡献。⑤

俞樾的门生之一 、仁和县秀才张大昌也对旗营的历史十分感兴趣。他的著作 《杭州八旗驻

防营志略》 完成于 1893年。与显然在写作中有所选择的诗人三多不同 , 作为史家的张大昌似乎

在提供关于旗营的全部历史。但是事实上他对清初旗 —民之间的矛盾一笔轻轻带过 , 也对太平

天国战后旗营建筑的寒酸轻描淡写。其著作的着重点在于将旗营与文化中心杭州相配 。俞樾在

序言中对这部书进行了概括:“自设立满营 , 休养生息二百余年 , 生齿日繁。其中名臣名将以及

文章经学之士后先相望。而其地居杭之西偏 , 出城跬步即西湖也。山川秀丽 , 仕女颁斌 。寺观

祠宇皆前代名迹……访古之士瞻望流连 , 乔木世家望之起敬。”⑥ 这种试图忘记杭州旗人与百姓

之间过去矛盾的倾向 , 显示了汉人文化精英对旗营存在的接受。满—汉之别在 19 世纪下半期尚

未成为与旗人共居一城的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时的人们仍然以文化作为判断标准 , 他们愿意将

旗营视为杭州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与杭州的文化空间没有冲突。

四 、 辛亥革命与旗营的消失

直到 19世纪结束时旗人在杭州的存在仍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反清排满情绪要到清朝的最后

数年才在杭州有明显的表现。通过以上各节的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排满情绪高涨并非源于本地

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激化 , 而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

产生的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 。清廷的权威需要经过清朝在 1895 年甲午战争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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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的灾难才真正被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 , 即便在

反满已成全国之势时 , 杭州也很少有仇视旗人的事例 。杭州人没有对旗营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与

当地旗人善于顺应改革潮流并且主动参与城市社会有很大关系。杭州旗人远非一般人成见中那

样陷于贫困和怀旧 , 而是相当积极地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各种改革 。杭州新政改革中最有成

就的是新式学堂的设立 , 而旗营在这一点上与城内其他社区相比毫不逊色 。1904—1905年间 ,

旗营中创立了一所中学 、 三所小学和一所女子小学。

与杭州城总的情况相应 , 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旗营中也为社区领袖人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

积极参与学校兴办和管理的人物之一是满洲正黄旗佐领贵林。他是由旗营官佐捐款兴办的三年

制中学清文学堂的校长 , 该校至 1911 年已有 40个毕业生 。① 在创办女学堂的惠兴自杀殉学以

后 , 贵林又担当起惠兴女学堂总办的责任。② 贵林不但有八旗的官职 , 也是一位举人 , 他的诗文

才能在杭城的文人中颇为有名 。据一位亲历了杭州辛亥革命的旗人回忆 , 贵林为人 “好直言 ,

喜任事” , 对清末改革的参与远远超越了旗营内的事务 。③ 1908 年 , 他创办了 《浙江日报》 。这

份报纸的政治立场是鼓励君主立宪 , 并对杭城内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 。④ 尽管贵林并非

旗营中官职最高的人 , 但他在兴办学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杭州城内的声望使他自然地成为旗

营社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 参与这些方面的活动让他与聚集在杭州的浙江立宪派实力人

物建立了密切关系。贵林与他们的友谊 , 特别是他与作为新派人物首领的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

宸的情谊 , 此后对杭州辛亥革命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⑤

杭州旗人积极参与清末新政改革也表现在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为旗营争取被承认为杭州

社区之一的权利。早在 1907年 , 旗人就组织了一个由贵林担任主席的自治会。在1909年的省议

会选举中 , 旗营成功地取得了清廷的许可让下级旗人参加选举。结果在 108个省议员中旗人获

得了 3个席位。⑥ 在 1910年 , 旗营本身被列为杭州的自治区域之一。相应的 , 此时清廷也已完

全把外省驻防旗人认作属于他们所住的城市。当钱塘—仁和两县自治会询问杭州旗营的自治是

否应遵循为北京旗人所定的规则时 , 朝廷的回答是将他们当作杭州平民对待。⑦ 同时 , 杭州出版

的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也把旗营当作虽然特殊但仍不失为是本地的一个社区。它再次被

称为 “子城” , 旗人不是在镇守杭州而被说成是在清初 “迁居此地” 。⑧

然而清末改革并没有能给旗人在城中的地位带来保障。汉族士人越来越把清廷看作是一个

既无力也无心保护中国利益的政权 , 而这种挫折感在诸如铁路筑路权之类与地方利益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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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表现得特别强烈。他们在对清朝的攻击中更是趋向于将旗人与朝廷等同起来 。① 而日益浓

厚的反清排满氛围在鼓舞革命人士的同时 , 也迫使驻防旗人采取守势 , 对清朝统治的正当性进

行辩护。正是在这个时期贵林参与了对杭州城内反满分子的镇压 , 他的行动为其在辛亥革命中

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贵林的目标是杭州最激进的反满分子孙翼中 。孙氏早在 1901年任求

是书院的教师时 , 就曾因让学生作文诟病辫子而被当局逮捕 。获释后他东渡日本 , 在那里参加

光复会的活动 , 1903年又参与创办编辑革命刊物 《浙江潮》。同年他回到杭州 , 成为 《杭州白话

报》 主编 。在他的主持下 , 这份报纸以言论激进而著称。② 孙于 1906年离开 《杭州白话报》 , 担

任城内一所小学的校长。次年 , 一位店主控告孙氏猥亵学童 , 而贵林支持这一指控。这个丑闻

对孙氏在城内的声誉无疑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他因此不得不匆匆离开杭州 。③

贵林卷入的另一事件与著名革命志士秋瑾有关。1907年秋瑾在绍兴因反清活动被捕 , 随即

被杀 。而在此之前秋瑾就已经预见到自己有生命危险 , 她在被捕前一年曾与好友徐自华一同游

览西湖 , 并表示希望死后被葬于湖上。徐自华和秋瑾的另一位朋友吴芝瑛于 1908 年设法将秋瑾

的遗体运到杭州 , 并在西湖孤山为其建坟 。她们还在杭州组织了秋社来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贵

林出现在追悼秋瑾的集会上 , 并站出来发言说:“我大清待汉人不薄 。” 徐自华的妹妹因此与他

进行了激烈的争辩。④ 贵林并非旗人中唯一感到纪念秋瑾对清朝和旗人不利的人 。当年稍晚些

时 , 一位满族御史常徽上奏 , 指控徐 、吴等人公然将由于反清而被处死的秋瑾葬在西湖畔 , “几

与岳武穆于忠恕墓并峙” 。⑤ 的确 , 秋瑾墓很容易被人与在其左近的岳飞墓和于谦墓相联系 , 二

者都是著名的抵抗 “胡虏” 的英雄 。朝廷据此下令毁去秋墓 , 并通缉主持造墓者。此时江浙精

英已对清廷不愿实行立宪并和汉人分享权力十分反感 , 清政府对秋瑾的镇压在他们中引发了许

多抗议。各种绅民团体都向江浙两省的官员致电要求停止对参与建造秋瑾墓者的迫害 。《杭州白

话报》 当时刊登文章强调满人与汉人之间的不平等 , 指责清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中国的利益。⑥

尽管杭州在 1910年前后有不少批评清政府的舆论 , 但辛亥革命在这个城市的发生形式不是

一场当地民众的反清起义 , 而实际上是由外来革命者密谋发动的军事政变 。在这个事件中起关

键作用的大多是来自浙江南部地区的青年军官。这些年轻人来到杭州的途径就是晚清改革促发

革命的明证。⑦ 浙江于 1903年开始训练新军 , 而杭州作为省会成了这一晚清军事现代化的集中

地点 。1897—1909年间 , 城内先后存在过五所军事学校。⑧ 杭州将军志瑞曾在 1910 年奏报说 ,

新军是浙省各类新政事务中最为有成就的一项 。⑨ 到 1911年 , 浙江已经完成了新军一个镇的组

·197·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Rhoade s , Manchus and H an , pp.217—218.

徐运嘉 、 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 , 第 50—51 页。

钟毓龙:《说杭州》 , 第 441—442 页。

徐双韵:《记秋瑾》 , 《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 4 集 , 第 220 页。秋宗章:《徐寄尘》 ,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

续辑》 , 第 485 页。

《各地绅商对于秋墓案之评论》 ,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 第 326 页。

《杭州白话报》 ,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 第 326—327 、 355页。

参见 Keith Schoppa ,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 iang P rov 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Cambridge:H arvard Univer sity P ress , 1982。关于晚清改革与革命的关系 , 参见 Joseph W.

Esherick , Re f orm &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 ubei , Be rkeley:

Univer sity o f Califo rnia P ress , 1976。

周峰主编 《元明清名城杭州》 , 第 308—309 页。

中国人民政协浙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百年大事记》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6年 , 第112页。



建 , 并且大部分驻扎在杭州地区。① 这支新军的军官成了反清组织光复会争取的主要目标。一些

军官加入了光复会 , 并曾与秋瑾有联系。1911 年秋 , 他们虽受到武昌起义消息的鼓舞 , 但因对

徐锡麟和秋瑾被杀记忆犹新而不敢轻举妄动 。上海同盟会领导者陈其美因此与他们联络 , 希望

杭州的起义能够和上海同步 , 并在此后出兵协助拿下江苏重镇南京 。参与杭州革命密谋的基本

上不是杭州人。不但新军军官们多出生于远离杭州的地区 , 而且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中也

可看出他们当时极少与杭州城内百姓交往。② 即便其中少数几位非军方的参与者也不是来自杭

州。例如担任省谘议局副议长的褚辅成就是嘉兴人。虽然他是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 , 但直

到 1910年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自己的家乡。③ 1911年刚到杭州不久的褚氏成为革命密谋中同盟

会的代表 , 陈其美计划让褚与另外一位同盟会员主持革命政府中的民政部分。④ 对杭州革命领导

者背景的考察让人不难理解 , 缺少与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会使革命者更倾向于使用暴力而

不顾忌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起义的计划是在九月陈其美攻打上海的同时夺取杭州城。但是新军军官在对杭州的兵力进

行对比之后认为起义取得胜利将会相当困难 。旗营是他们计划中最主要的障碍 。⑤ 因为旗营拥有

浙江新军一个营 , 由毕业于杭州武备学堂的哈楚显指挥。此外 , 当时的浙江巡抚增韫是一位旗

人 , 他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中对新军十分疑惧 。他下令将大部分新军队伍驻扎在城墙之外 , 并对

每个士兵只发十颗子弹来限制其战斗力 。同时 , 他把大批军械 , 包括1200支枪和8000发子弹都

交给了旗营。结果旗营在原有的一个营之外又组织了一支有 600多人的民兵队伍。在当时汉人

排满情绪激昂的环境下 , 有关革命者将屠杀旗营居民的谣言蜂起。据旗营的一位新军军官迎升

回忆 , 当时驻防中许多人听到旗人在武汉被屠杀的传闻感到十分绝望 , 认为自己也会被汉人的

革命洪流淹没。⑥

九月十四日夜 , 驻扎在杭州城北郊的新军部队开始行动。向士兵下达的指令是:“敌人在杭

城方向” , “本军有攻破杭城及占领各重要机关之任务” 。⑦新军部队攻破了城北的艮山门与城南

的凤山门 , 一支敢死队烧毁了巡抚衙门并俘获了增韫。军人杀死了几个偶然留在旗营外的旗人 ,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他们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控制了杭州 , 很快军事学堂的学

生就取代警察把守城内各处 。到十五日清晨 , 唯有旗营仍在抵抗 。革命军将其团团包围 , 在旗

营通往杭州闹市区的官巷口埋下了地雷 , 并以架在城北城隍山上的大炮轰击将军府。⑧旗人也用

他们自己的武器还击 。由于感到自己被反满革命者锁定为敌人而毫无出路 , 一些愤怒的旗人要

向城中汉人开火 。哈楚显下令准备好大炮要轰击城内各要点。⑨一场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 。此

时 , 先前并未被邀参与起义密谋的立宪派人物急忙介入以求避免战争 。陈黻宸与旗营实际上的

领袖贵林之间的友谊在这一关键时刻变得极有价值 。陈氏告诉起义军指挥者他能够对贵林施加

影响 , 而一旦贵林放弃抵抗 , 旗人就不会再战 。鉴于以武力攻取旗营的实际困难 , 革命军领导

·198·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6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 , 1860—1916》 , 第 265—266 页。

许多当时新军成员在对起义的回忆中基本上没有提到他们与杭州城内的社会有何联系 , 另一方面 , 杭

州教育界中人则提到他们与军官们受训的武备学堂很少有联系。(钟毓龙:《说杭州》 , 第 436 页)

浙江省社科研究所编 《浙江人物简志》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4 年 , 下册 , 第 54 页。

应梦卿:《奉化渔民参加光复杭州敢死队记》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 浙江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编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1 年 , 第 189页。

⑦⑧　顾乃斌:《浙江革命记》 ,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 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1 年 , 第 501—504 、 506、 510 页。

⑨　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 第 412—413 、 413页。



人同意让谘议局成员联系谈判。两位谘议员进入旗营 , 要求将军德济派代表前去谈判 , 而贵林

是唯一愿意前往的人 。贵林愿意前去谈判是因为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后 , 陈

黻宸曾与他谈过恐怕杭州也不免于革命的风暴。陈氏以太平天国期间旗营和杭州城在战争中同

遭浩劫的历史来劝说贵林到时候不要抵抗革命。他也向贵林许诺要与浙江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

共同努力 , 把杭州塑造成一个和平解决满—汉矛盾的典范。据说贵林流着眼泪对陈黻宸说他也

预感到朝廷不久将亡 , 遗憾自己只有随之而死 。最终 , 陈黻宸和他在谘议局的同道说服了贵林

寻求一个和平的结局 。因此 , 贵林在革命军攻入杭州时显得非常谨慎 , 避免冲突升级 。他建议

将军德济不要派兵增援巡抚衙门 , 以免在旗营外与革命军发生冲突。据迎升的回忆 , 贵林还曾

这样责骂那些想把愤怒发泄在城内居民头上的旗营军人:“尔知文明国之战斗公例乎 ? 非战斗

者 , 在保护之例 。况吾营与居民相亲爱数十年 , 忍一旦仇之乎 ?”①

然而 , 贵林与革命军总指挥周承菼会见后 , 两人无法就停火达成协议 , 并发生了激烈的争

执。贵林警告周说杀害旗人会有损于他和革命军的名誉 。②此时 , 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数人争

夺都督位置的危急局面。褚辅成急忙到上海向陈其美报告。陈其美既急于看到革命军能尽快控

制杭州以便出兵协助攻打南京 , 也被在上海的浙江精英提醒必须取得温和派的支持。故陈氏写

信给正住在上海的汤寿潜 , 邀请这位浙江保路运动的名人和立宪派领袖出任都督。③ 褚辅成被派

去做说客 。汤氏起初以其政见与革命派不同而拒绝出任都督。但是他被告知旗人与革命军之间

危险的武装对峙 , 并被说服也许他能够阻止一触即发的战事。④ 汤寿潜来到杭州 , 并的确达到了

调解双方的目的 。他与贵林在当晚签署了一份协议 , 其中规定旗人在三小时内放弃武装 , 而革

命军政府将向他们发放三个月的饷银 , 并在此后对其就业进行帮助 。贵林将一个协议文本带回

旗营 , 而正如陈黻宸所预言的 , 旗人听从了贵林的命令放下了他们的武器 。⑤

可是停火并没有给旗人带来和平。对一些本指望以武力攻占旗营立功的革命军人来说 , 武

装起义以和平为结局显得虎头蛇尾。就在旗营武器被收去的当夜 , 控制旗营各门的新军开枪并

将枪支扔在营门外 , 以此来指控旗人谋反 。陈黻宸发现了新军的阴谋 , 并且向汤寿潜解释旗人

没有理由在放下武器之后才反叛 。陈氏的做法显然触怒了革命者 , 他和一些同道被褚辅成的手

下指为汉奸。陈的一位朋友几乎为此遭到军警杀害 。其后陈黻宸推辞了出任都督府民政长的邀

请 , 马上离开杭州出走上海。在军方的支持下 , 褚辅成获得了民政长这一职位。具有强烈反满

情绪的褚辅成显然不愿兑现汤寿潜向旗人发放三个月饷银的诺言。贵林曾凭据停火协议代表旗

人向褚氏争取 , 但是此时陈黻宸及其他汉人中有影响的盟友已经离去 , 贵林失去了支持者 。据

说有一位汉人曾劝说贵林避居上海 , 不过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为旗营的数千口人争取 。⑥可是

贵林没想到的是 , 一旦革命者取得了政权他们就要对他此前参与镇压反清活动进行报复 。九月

十六日 , 贵林父子和哈楚显被以汤寿潜的名义邀请到谘议局办公处商议旗人生计。但是他们一

到就被扣上谋反的罪名 , 被枪杀于谘议局门外。虽然革命军向贵林宣称处决他们是汤寿潜的决

定 , 但汤寿潜当时正在上海 , 对此并不知情 。据说当汤氏回到杭州得知贵林已死 , 立即去杀人

地点痛哭 , 忏悔未能保护贵林 。此事证明汤寿潜完全无法控制褚辅成和其他革命派 , 汤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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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都督一职。虽然他被说服暂留数月 ,最终还是离开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任职 。①

贵林之死是旗人不受新政权保护的信号 。据迎升的指控 , 以军纪松懈著称的新军士兵进入

旗营抢掠奸淫。不少手无寸铁的旗人被迫自杀 。在承认是旗人就会遭至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 ,

许多人不得不逃离旗营以 “消失” 来掩盖自己的旗人身份。一些人投奔了他们在郊区的汉人亲

戚 , 另一些则远走他乡。② 正是通过以暴力驱逐旗人 , 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

紧靠西湖的一块宝地 。褚辅成很快就将这个地区规划改造成一个名为新市场的商业中心 , 这也

就是今天人们游览杭州必到的湖滨 。这个以旧旗营变新市场为关键的城市空间变化不仅把 20世

纪杭州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 也使清代杭州驻防的物质遗存消灭殆尽。

五 、 结　　论

以上各节对杭州驻防与当地社会关系变化的详细考察 , 应该有助于修正将清末反满革命归

结为清代长期的满汉矛盾的目的论 (teleological)看法。尽管满—汉民族差别和旗人的特权在清

代一直存在 , 但这些并不是晚清反满浪潮的直接诱发因素。驻防旗人在杭州的角色经历了从清

初的占领者 , 到清中期的定居者 , 到清末成为革命排斥对象的变化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清代民

族关系简单化为直线发展的满汉矛盾与冲突 。更重要的是 , 旗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不

仅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考察 , 而且必须将其与地方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看。人们在实际生活

中往往具有多重而部分相互重叠的身份认同 。在清代这样的大一统帝国中 , 地方性可说是人们

最重要的身份之一。③ 本文指出旗人在杭州所经历的就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 , 由最初的征服集团

演变为这个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旗人对杭州逐渐产生的归属感既有别于朝廷对驻防制度的

设想 , 又与他们对八旗的认同没有矛盾。在很长时间内 , 旗人和杭州人是同时并存的身份 。只

是到了清代的最后数年 , 在汉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形势下 , “满族问题” 才被抽象到全国的层

面。真正促使反满情绪高涨的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

而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 。反清人士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异族统治 , 并因此呼唤

建立一个由汉人支配的政权。这种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民族和地方身份

认同的危机。而杭州旗营社区在辛亥革命后的骤然消失证明这个革命远非只是推翻了帝制 , 它

实际上造成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动。是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 , 并剥夺了其

城市社区成员的资格 。杭州旗人最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

〔本文责任编辑: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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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在清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在近二十年来的有关同乡关系的研究中有充分展示 , 在此不赘述。



(12)Present Valu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Reconstructing Literary Tradition
Yao Wen f ang ·158·

The present is comm only understood as the ex tension o f the past.H ow ever ,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esent casts light on the past , the past may also be a product o f the present.The

present defines the past in reverse.This is sy stem atically elabo rated in a m odern sense in the

principles of m odern herm eneutics , w hich confirm the legi tim acy and necessity of interpretation

fo r historical objectspresent-day part icipation.The interpreters present-day participation in

literary t radition leads to various operational m odels in the reconst ruct ion of literary tradi tion.
S uch reconst ruction is o f ten driven by present needs , has pract ical functions , and starts f rom

present values.This is g eneralized and conf irmed in thevalue connection principle ,"w hich has

widespread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13)Reform of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Flourishing of

Literature Fu Daobin ·171·

Writ ten language is conscious deco ration and refinement o f vernacular language , and thus

the question o f w ri t ten language is a central one for literature.The w rit ten language of the pre-

Qin period experienced a stylistic revolut 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 n period.Compared wi th

the o ld style us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 ies , the new w ri t ten language o 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ow ed mo re f reedom in expression and w ider use of rheto rical devices.It w as

mo re lively and vivid , featuring mo re variations , combining pian wen (parallel prose)and san

wen (f ree pro se), and making regular use of auxiliary w ords.The perfecting of the new sty le of

w ri t ten language made possible new developments and a new spiri t in Chinese li teratur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tyles , li terary creation entered a golden age in w hich f ine w ri ting

became fashionable.This pe riod saw the fo rmation of a st ratum of li terati and the sy stematic

development of lite rary theories.The evolution o f w ri tten language and the f lourishing of

literature in the Spring and A utumn pe riod m arked the beginning of comprehensive m aturity and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lite rary histo ry .

(14)Banner People in Hangzhou and Their Neighbors:A Case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a Qing
Dynasty City Wang Liping ·188·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ethnic rela tions and ethnic identity f 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
Through ex tensive use of local sources , i 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H angzhou

Banner Garrison and lo cal Han people in dif ferent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It points out that

the identity of banner people in H angzhou changed from conquero rs in the early Qing , to

residents in the mid-Qing , and to targets of ant i-M anchu revolut ion in the late Qing.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 banner people we re increasing ly localized and g rew to identify

wi th Hangzhou c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late Qing anti-M anchu revo lut ion did not result

f rom continuous M anchu-H an conf lict;instead , it w as due to the H an eli tes f rust ration wi th

Qing fai lure in fending of f foreign threats.With the surge of H an nationalism , ant i-M anchu

revolutionaries ident ified banner people wi th the Qing dynasty .The provincial banner comm unity

found i tself facing a crisis of both ethnic and loc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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